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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中国法制发展也经历的曲折的道路，经历了一个选择法治，推进法治，反思法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过程。
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纠纷，各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之间，特别是正规化的现代纠纷解决方式司法与传统的非正规化的调解之间是什么关系，随着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正规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加强是否一定意味着传统的非正规化纠纷解决方式的衰弱，是中国法治道路探索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用它来评价中国法治道路的进程，其意义甚至高于从立法方面的评价，虽然不同时期立法的变化是法治进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对立法的评价归根结底并不在于制定了那些法律，而在于这些法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实施，在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纠纷解决的依据。现代与传统不同解决纠纷方式之间的选择非自改革开放起，自从清末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引进到中国以来始终伴随着中国法治道路的进程，100年来从未中断。本文将以纠纷解决的正规化与非正规化为视角，描述人民共和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法治道路，其中的经验、问题和反思。

1、 问题的提起

八十年代初，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著名美藉华人学者、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主任李浩(Victor H. Li)教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法制发展预测的文章《走向法制化的运动》。
在这篇文章中，李浩根据我国七十年代末的法制建设的发展：制定了新宪法、刑法、刑事 诉讼法、各种组织法，出现了立法高潮，停滞多年的各种形式的法学教育得到恢复，法学研究和普法教育迅速展开，提出我国正在兴起一场走向法制化的运动。同时，他又尖锐地指出，这一运动主要还停留在书本上，“书本上的法”多于“实际中的法”。如何把制定的法律付诸实施，是一个远比立法困难得多的任务。为此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人员和基础。由于60年代和70年代法学教育的空白，不可能提供从事法律工作所必 须的专业人材，也为今后的法学研究和教材建设设置了严重障碍。美国现在有50万法律工作 得(lawyer)，中国虽然不需象美国那么多，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据中国学者的估计，中国至少需要100万受过大学法律专业训练的法律工作者。这是一个短期内不可能达到的数字 。
第二，群众教育。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着厌恶法律的心理，根据儒家的传统，法治证明统 治者的无能，证明统治者用道德、教育的方法治理国家的失败。李浩在另一篇70年代末写的 《没有律师的法》著作中，提出西方人与中国人在发展观上有很大差别，西方人认为，稳定 性是事物的正常状态，西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并使变化在可控制 的范围内发生；而中国人则认为，变化、非稳定性是事物的正常状态，对于不断变化的世界 来讲，法具有较大的保守性。今天中国实行法治与厌恶法律的心理相矛盾，这不仅对群众， 尤其对领导人，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三，民法、经济法的变革。这是远比刑法困难得多的领域。中国人指望依靠经济活动的 “ 合理性规则”提高经济效益，这比把反社会行为与正常行为区别开来的刑法复杂很多。而在 这一领域中缺少合格的人员和基础，在短期内会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特别是人们对经济 法、民法的期望值过高，超过法律所能完成的任务，由于中国改革的过渡时期可能出现的混乱，经济效益可能不会增加。
李浩认为，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这次新的法制化运动的成功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但他却 持 谨慎的怀疑主义。中国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期都曾经发起过类似的法制化运动，但最后以 “文化革命”告终。由于法律专业人员的缺乏，基础薄弱，厌恶法律的心理以及任务艰巨， 中国新建立的法律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明显的、实质性的结果。他提出，如果中国的法 律计划者采取一种更渐进的发展战略，较低的期望值，减少资源需求，在根本上遵循一条半 法律的“赤脚法律工作者”的路线，中国的法制化运动就可能成功。
李浩教授的文章所提出的实际上是我国法制发展应走什么道路，法制建设的正规化与非正规化的关系问题。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价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某些方面的参照系，也为我们探索法制发展的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视角。
2、 社会发展与解决争端的方式——日本与美国的经验 

法社会学家很早就注意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争端，但争端并不都是通过正式的解决办法，特别是诉讼的方式解决的。日本和美国在解决纠纷方面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

1．日本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鼓励人们之间的争端通过诉讼得到解决，随着诉讼的增加，加重了法官和律师的工作负担，引起法官和律师社会需求的上升，进而涉及到法学教育，扩大法学院的规模，增加法学教授和学生的数量。这实际上是一条以司法为中心的“大司法制度设计”。而日本则选择了一条抑制诉讼，鼓励调解，限制司法规模的“小司法制度设计”。随着争端的增加，诉讼数量的增加，日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扩大司法规模，增加法官和律师的数量，而是采取一种有意减弱司法作用的战略。1920和30年代日本先后在不同领域发展起调解制度，1940年代又进一步规定所有民事争端必须首先进行调解，只是在调解不成时，才进行审判，这使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诉讼率最少的国家。
日本目前只有不到3000名法官，每名法官服务人口57900人，每10万人口拥有法官1.7名，每年的民事一审案件42万件，刑事一审案件不足9万件，每名法官所审理的一审案件177件。

2．美国

在美国，许多学者发现，虽然美国的诉讼数量很大，以至出现诉讼爆炸的问题。美国目前拥有法官30888名，每名法官服务人口19900人，每10人口拥有法官5人，每年民事一审案件1567万件，刑事一审案件1412万件，每名法官一审案件数量965件。但仔细分析，大量的诉讼并不是通过法院的审判解决的。大约90%以上的刑事案件是通过控辩交易的方式解决，而根本不通过开庭审判。在民事案件中，以合同案件为例，早在1960年代美国学者马考利（S. Macaulay）就指出，商人们典型的处理他们之间纠纷的方式是通过商业习惯，在发生合同纠纷的情况下，很少请律师；请律师的合同纠纷很少上法院解决；而上法院解决的合同纠纷通过开庭审判的方式解决的又占很少的比例。由此，马考利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商人们长期在一个商业圈内活动，对他们来讲保持他们之间长久的业务联系比一场官司的胜负重要的多！
另一位美国著名的法社会学家弗利德曼（L. Friedman）则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应对“诉讼爆炸”的方法。他指出，1850年左右美国商业的增长给法院的审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当时面对这种压力美国并没有采取单纯扩大法院规模的方法，而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截流，限制法院审判的数量，通过提高诉讼费和通过法院规则，阻碍当事人通过法院解决纠纷，减少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开源，发展院外的解决纠纷机制，如调解和仲裁，鼓励和解和妥协。特别值得注意的事，在这个时期美国法院的功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时期虽然法院诉讼的数量迅速增加，但大量的案件并不是通过开庭审判的方式解决，而是通过简易程序、控辩交易、缺席判决、法院特设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方式解决。
也就是说，美国尽管诉讼量很大，但是大量的诉讼不是通过审判而是通过法院内部所设立的选择性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现在美国联邦法院只有5%的案件通过审判解决。
如果按照这一比例，美国将近3000万件的审判案件，只有150万件通过审判解决。

表1  日本的小司法设计与美国的大司法设计的比较

	
	美国
	日本

	法官人数
	30888
	2899

	每名法官服务人口数
	19900
	57900

	每10万人口法官数
	5.0
	1.7

	民事一审案件数量
	15670573
	422708

	刑事一审案件数量
	14124529
	89634

	一审案件总数
	29795102
	512342

	每名法官一审案件数量
	965
	177


3、 中国法制化的进程——从非正规化到正规化的趋势

1. 解决纠纷方式：从非正规化到正规化

在传统上，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厌诉的国家。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很少的法律，主要集中在宪法、组织法、土地法、婚姻法、镇压反革命条例等少数领域，社会纠纷主要通过人们所工作的单位或者所居住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解决，如果不同的单位的人员之间发生纠纷，则通过双方共同的主管部门，法院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是很有限的。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个人财产关系简单，当时的民事案件主要是婚姻家庭纠纷。而刑事案件与历次政治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最突出的是反革命罪。行政案件，所谓民告官的案件，几乎不存在。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除了解放初期特殊情况，大部分年份只有几十万件。法院规模有限，审判员队伍不足5万人，文化素质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诉讼数量逐年增加，人民法院一审各类案件，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收案数量都有了迅速的增加，其中民事案件的数量1979年为39万件，2006年为438万件，增长了10.2倍；刑事案件从12万件增加到70万件，增长4.8倍；行政案件从1983年的527件增加到9.6万件，增长180.4倍；各类一审案件总数从1979年的51万件增加到518万件，增长9.2倍。

仔细分析人民共和国60年的诉讼曲线，如图1所示，我国一审诉讼总量的发展曲线呈U字形，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拐点，第一个拐点是60年代中期，从50年代各类案件的数量一、二百万件转变到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国诉讼数量在50万件上下，大多数年份只有三、四十万件，1978年诉讼数量只有44万件。这是我国U型诉讼曲线的低谷期。第二个拐点是改革开放。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诉讼曲线开始上扬，1988年诉讼数量229万件，超过改革开放前最多的1958年228万件的水平，到1996年超过500万件的水平。第三个拐点出现在1996年之后一直到现在，诉讼数量保持在每年500万件的水平，年增长率明显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图1 人民法院一审案件收案数量（195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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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层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争端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前缺乏统计数字，1981年780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收案67万件，只相当于调解数量的8.6%。可见当时我国调解的主导地位。1981-2006年人民调解总数为16783万件，而同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收案数量为8004万件，只相当于前者的一半。但是，必须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调解作用在弱化，无论在调解的绝对数量上还是在与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比重上都下降了。民间调解的数量已经从80年代初期的800万件左右下降到2006年的462万件；民间调解的比重从占90%下降到只占50%。因此，虽然民间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变得越来越小。
图2 人民调解的数量变化（198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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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民间调解数量和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的比例（198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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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在法院解决民事案件中起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前缺乏统计数字，但绝大多数民事案件是通过调解结案的，估计在90%左右，1978年民事一审的调解结案率为72.3%。1978-2006年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共结案8099万件，其中调解结案3925万件，调解结案率为48.5%。但是，法院调解作用在日益下降。我国法院民事一审案件的调解结案率1978-1989年基本保持70%以上。1991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修改为“应当根据自愿与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从此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率直线下降，直到2003年调解结案率下降到不足30%。2004年中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调解作用的宣传力度开始加大，但是从调解结案率的曲线看，还没有看到拐点。

图4 人民法院民事一审案件调解结案率（%）（197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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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工作者：从非正规化到正规化

衡量我国法制从非正规化向正规化发展的另一项指标是法律工作者的正规化程度。
中国法律工作者就专业化要求而言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第二类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包括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仲裁员；第三类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包括人民调解员、基层治安保卫人员。
a) 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和律师

改革开放前，中国法律工作者远非职业化的，法院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很有限。美国华裔学者李浩曾经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法律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内部模式，一类是外部模式。所谓内部模式是我国在城市、农村的工厂、机关、学校、人民公社中广泛存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它们实际执行着西方国家法律的大部分社会控制的职能，这些调解人员是在没有受到正规的法律教育又缺乏正式的法律的情况下，使用非正式的程序通过自愿从事着这方面的工作的，他们处理包括离婚、小偷小摸、伤害、家庭纠纷、未成年人犯罪等各种案件。调解制度几乎不需要时间去搜集证据，因为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相互了解十分清楚。调解决定能够十分迅速而又不需要花费金钱的情况下做出，不需要律师和其他专家参加。因此，它们与西方社会耗费时间、金钱、精力的形式化的法律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形成了一种“没有律师的法”。所谓“外部模式”则是指国家颁布的正式法律规则，他们由专门从事法律职业的国家干部执行。50年代内部模式曾经占统治地位，在司法改革的运动中中国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几乎全部清除或被迫改行。这一运动使中国法的外部模式处于几乎没有法律书籍、没有人能从事专门的法律工作的境地。而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法的外部模式逐渐地超过了内部模式，占据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重要变化就是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如果说在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的时期依靠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和法律服务还能够为系，大量的纠纷集中在单位或依靠人民调解，通过法院之外的途径解决，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在社会关系复杂化、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人们活动的领域远远超过单位或所居住的地区，从争端的复杂性程度讲，无论刑事、民事、行政纠纷，都需要专门的法律知识，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的人才能成为纠纷的仲裁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法制化的进程，法律工作者的数量和文化素质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我国法官的数量已经从1981年的6万人发展到2004年的19万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法官达到51.4%；检察官的数量从1986年的9.7万人发展到2004年的12.6万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检察官达到44%；律师数量从1981年的8571人发展到2006年的13万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律师达到70%。作为培养法律职业的后备军，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已经从1976年的8所上升到2006年的603所，每年大专以上法律专业毕业生的数量已经从改革开放前不足1000人发展到2005年超过10万人。从而大大改变了缺乏足够的法律执业人员，已有的法律执业者文化素质低的状况，为推进我国法制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专业素质的提高和近年来在各行业中推行的职业准入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法律职业中，我国最早实行职业准入考试的是律师，从1986年起司法部开始实行律师资格考试制度，每两年举行一次；从1993年起，改为每年举行一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学历要求是大专以上。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25次会议修改、通过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参加司法考试的学历要求也相应改为大学本科。2005年通过的《公证法》对公证员的准入条件也做出了规定，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到目前为止，要求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职业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公证员。与此同时，《基层法律服务条例》和《企业法律服务条例》也分别对基层法律工作者和企业法律顾问的准入条件做出规定，他们都必须通过相应行业的执业资格考试，参加基层法律服务人员执业资格考的学历要求是高中或中专，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的学历要求是大学本科。

b) 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作为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着大量的诉讼代理、非松代理、法律咨询、法律顾问、代书法律文书和协办公证等由我国正规化的法律职业律师和公证员所执行的职能。其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是与律师、公证员等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职能的重叠。2000年以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数量的迅速增长是由于律师、公证员数量的不足，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正好能够填补这一空缺。从1987到2003年，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增长了52%，而律师增长了291%，远远超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逐渐转变为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之间争案源的紧张关系。2008年6月开始施行的《律师法》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从而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退出诉讼领域奠定法律基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诉讼业务成为不合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种种转变对于规范法律服务市场、改变基层法律服务的混乱状态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是以保证律师对法律服务的垄断地位和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构成对律师法律服务挑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被边缘化甚至不合法化，保证了律师的案源，支付得起律师费用的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人口的法律服务得到保证，但广大贫困地区和农村人口的法律服务则逐渐沦为“被人遗忘的角落”。
表2 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律师的数量与比重的变化（1987-2003）

	年
	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人员
	律师比重

	1987
	27280
	61823
	0.306163

	1988
	31410
	81520
	0.278137

	1989
	43535
	90333
	0.325208

	1990
	38769
	98292
	0.282859

	1991
	29540
	98905
	0.229982

	1992
	34515
	103848
	0.249453

	1993
	47194
	107398
	0.305281

	1994
	60901
	110770
	0.354754

	1995
	63088
	111295
	0.361778

	1996
	68122
	113612
	0.374845

	1997
	66269
	119155
	0.357392

	1998
	68966
	118359
	0.368162

	1999
	78843
	119000
	0.398513

	2000
	84756
	121904
	0.410123

	2001
	90257
	107985
	0.455287

	2002
	102198
	98500
	0.509213

	2003
	106643
	93970
	0.531586

	增长率（1987/2003）
	291%
	52%
	22%


资料来源：《中国法律年鉴》19878-2004年各卷。

注释：律师比重=律师数量/(律师数量+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数量);增长率指2003年比1987年数量增长的百分比。
c) 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员。
1981年我国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共有人民调解员476万人，1991-1997年人民调解员的数量曾经达到1000万人，后来数量下降，2006年我国共有人民调解员498万人。人民调解不需要任何学历要求。如果对人民调解的决定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人民调解在我国解决民事纠纷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81-2006年人民调解总数为16783万件，而同期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的收案数量为8004万件，只相当于前者的一半。如果没有人民调解的作用，把这些民事纠纷都集中在法院解决，无疑将极大地增加法院的诉累。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引人瞩目的发展趋势是调解的弱化与审判的强化，
 1981-2004年我国人民调解员的数量增长了4.5%，而1981-2004年法官的数量增长了216%。民间调解数量的下降与调解效率低有着密切关系，我国1981年有人民调解员476万人，调解民事纠纷780万件，每名调解员每年的调解纠纷的数量为1.63件，而2006年我国有调解员498万人，调解纠纷463万件，每名调解员每年调解纠纷0.93件。大大低于我国法官的年均审判量，1981年为19.5件，2004年为29.5件。
当然，这与调解员是业余的，而法官是专业的有关；同时也与对于调解员的定位有关，我国调解员的数量大起大落，最多的年份超过1000万人，而最少的年份只有400多万人，我们估计，许多村干部或居民委员会干部，从来不实际调解民事纠纷，但也算在调解员的统计数字中。否则，每年调解不到1个案件，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表3 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事纠纷与法院一审的民事案件数量的比率（1981-2006）

	年度
	调解员

（A）
	民间调解的数量

（B）
	法官
	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量

(C)
	民间调解比重

C/（B+C）
	每名调解员每年调解量

B/A

	1981
	4767700
	7805400
	60439
	673926
	0.921
	1.63

	1982
	5339498
	8165762
	76906
	778941
	0.91
	1.53

	1983
	5557721
	6477494
	83688
	799989
	0.89
	1.16

	1984
	4576335
	6748583
	88135
	923120
	0.879
	1.47

	1985
	4738738
	6332912
	95247
	1072170
	0.855
	1.33

	1986
	6087349
	7307049
	99820
	1310930
	0.847
	1.20

	1987
	6205813
	6966053
	117647
	1579675
	0.815
	1.12

	1988
	6370396
	7255199
	119529
	1968745
	0.786
	1.14

	1989
	5937110
	7341030
	
	2511017
	0.745
	1.23

	1990
	6256191
	7409222
	131460
	2444112
	0.752
	1.18

	1991
	9914135
	7125524
	138459
	2448178
	0.744
	0.72

	1992
	10179201
	6173209
	
	2601041
	0.703
	0.61

	1993
	9766519
	6222958
	
	2983667
	0.676
	0.64

	1994
	9997616
	6123729
	
	3437465
	0.640
	0.61

	1995
	10258684
	6028481
	
	3997339
	0.601
	0.59

	1996
	10354000
	5802230
	
	4613788
	0.557
	0.56

	1997
	10273940
	5543166
	
	4760928
	0.538
	0.54

	1998
	9175000
	5267194
	170000
	4830284
	0.522
	0.57

	1999
	8803000
	5188646
	
	5054857
	0.506
	0.59

	2000
	8445000
	5030619
	
	4710102
	0.516
	0.59

	2001
	7793000
	4861695
	240000
	4615017
	0.513
	0.62

	2002
	7161600
	4636139
	210000
	4420123
	0.512
	0.65

	2003
	6692000
	4492157
	194622
	4410236
	0.505
	0.67

	2004
	5144200
	4414233
	190961
	4332727
	0.505
	0.86

	2005
	5096500
	4486800
	
	4380095
	0.506
	0.88

	2006
	4981900
	4628018
	
	4385732
	0.513
	0.93

	增长率
	4.5%
	
	216%
	
	
	


资料来源：1986—2007年各卷《中国法律年鉴》，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34页，并据此计算。
4、 法制发展的不平衡性——西部法律职业的短缺

中国法制化进程经过30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不可否定。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法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正规化的法律资源，法律职业、法学教育发达的地区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很少法律资源。2007年北京、广东的律师数量已经超过15000人，而西藏、青海、宁夏等地区只有区区几百人；
2005年北京每10万人口法学专业毕业生的数量为39.4人，上海为20.4人，而内蒙、广西、西藏等地不足3人；
2006年北京、上海每10万人口的诉讼数量分别为1722件和1237件，而西藏、江西、安徽、广西、湖南、四川、云南、山西、海南等九个省、自治区只有200件左右。
这种不平衡集中表现在近年来出现的西部地区法律职业的短缺上。

我国法律工作者职业化的进程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提高了执业者的专业素质，促进了司法的专业水平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在变革的过程中，新旧交替，近年来所推行的执业准入的考试，已经使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法官荒”、“检察官荒”和“律师荒”。尽管对于西部一些省份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分数线已经有相当大程度的照顾，但是在现职的法官、检察官队伍中仍然没有足够数量的人员通过司法考试的分数线，使得他们不可能安心现职工作。而那些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一旦通过，马上又要求调到条件更好的地区或者转到其他法律职业。
再加上我国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实行像公务员一样的退休制度，就更加重了法律执业人员的短缺。

在律师执业中前几年也有类似的现象，一味强调律师准入，反对“土律师”、“赤脚律师”染指任何律师业务。但是，大量的实践表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在广大农村地区很少律师，农民得不到法律服务，而当地的各种“土律师”自然会填补这一空缺，满足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尽管他们的服务质量可能不如正规化的律师。问题在于，正规化的律师不愿意到农村去。而当地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一旦通过司法考试，获得律师资格，又会离乡背井，远走高飞。中国的律师行业发展很不平衡。虽然中国的律师数量2006年已经达到了13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有人惊呼“律师爆炸”，但是在全国还有大量的企业没有律师，还有相当多的农村地区没有或很少律师，据2004年司法部披露的一个数字，我国仍然有206个县没有一名律师。
即使有律师的农村，律师事务所也都是在县城。例如，2007年在甘肃省的46个国家级贫困县中，从10年前的平均每县3名律师到现在的不足2名，其中有6个县竟无一名律师。

如上所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培养的法律专业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是改革开放前的100倍，每年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的数量超过10万人，和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足够的法律专业毕业生而造成的“复转军人进法院”的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由于越来越多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国家和毕业生个人面前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2002年发布的数据，国务院部委院校法学专业的学生的综合就业率为77%，在全部214个专业中排在第187位，2002年以后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2005年成为垫底的专业。
为什么一方面法律职业毕业生就业困难，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西部地区法律职业的严重短缺？这么多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到哪去了？

从就业的地区走向看，扣除待就业、出国留学和考研的比例，华北占22%，华东占25.8%，中南占35.2%，东北占6.5%，西北占4.8%，西南占4.9%。也就是说，我国法律专业毕业生大部分集中在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占83%，三地区人口占67.3%；而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法律专业毕业生占17%，人口占32.7%。无论从绝对比例还是从与人口比例的关系看，明显体现出法律专业毕业生就业走向的不平衡性。
2008年由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披露的“中国高等教育追踪评估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法学毕业生流向的地区则呈现“一边倒”的趋势，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55%，中西部中等发达地区37%，东部和沿海中等发达地区6%，中西部不发达地区2%。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律职业的分布本来就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法律专业毕业生数量大大增长，但是它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不平衡，而且使其更严重。
5、 趋势的调整：诉讼增长率下降说明什么？

1．1997年诉讼曲线的拐点

在改革开放以后，诉讼数量呈快速上升的趋势，90年代中期已经超过500万件的水平。但此后，诉讼的年均增长率变得平缓，甚至有下降趋势，诉讼曲线出现了拐点，增长速度减缓，甚至出现下降（图1）。从实际统计数字看，1979-1996年的诉讼的年均增长率为15.4%，，而1997-2006年增长率变为-0.2%。
表4 不同阶段一审各类案件的年均增长率（1979-2006）

	
	刑事案件
	民事案件
	行政案件
	一审案件

	1979-1996
	12.6
	16.9
	93.3
	15.4

	1997-2006
	2.1
	-0.45
	2.4
	-0.2

	1979-2006
	9.7
	10
	53.8
	9.6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诉讼数量会相应增加，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增加，会有愈来愈多的争端涌向法院。但是随着社会结构趋于稳定，社会本身由失范转向规范，诉讼的增长率趋于平缓，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中国也不例外，随着改革的深入，在一些领域确实出现了规范化的趋势，从而促使这些领域的诉讼增长率下降。但中国所面临的总的情况是：社会转型远没有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如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原有的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远远没有结束，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所暴露的问题又进一步表面化。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我国诉讼增长率下降是由于社会从失范走向规范，是没有充分说服力的。诉讼数量的起伏变化，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就法院内部因素而言，大致包括不受理的司法政策、诉讼费用改革和法院的公信力三个因素。

2．不受理的司法政策

不受理的司法政策即法院由于某种原因规定对某类案件不予受理，从而把这类案件推到法院之外，使诉讼数量减少。由于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涉及到一系列新旧政策的交替问题，如国企改革、分配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革、证券市场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所有这些改革都涉及到千家万户，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些是旧体制下形成的问题，有些则是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普遍性、全局性，涉及面广，敏感性强，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问题新的政策没有落实，旧的政策已不再起作用。虽然中央有整体的规划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但是不可能马上得到解决。这类纠纷往往有一般政策，但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也缺乏有关的司法解释，所以法院审判无法可依。许多地区的审判实践表明，有些案件受理后因种种原因长期不能审结。因此，法院对这类问题一般都采取不受理的司法政策，把它们留给地方政府或企业、事业单位自行解决。
我们缺乏法院不受理这类纠纷的具体数字，但由于它们涉及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和积累的社会矛盾，恐怕不会比法院受理的案件的数量少，可能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而且从信访的数量和所涉及的问题以及新闻媒体的有关报道的比重来看，有相当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类新产生的问题。

3.诉讼费用的改革

正如物价是一种经济政策，用它来调整人们的消费一样；诉讼费是一种司法政策，诉讼费的调整也可调整诉讼量，即调整对诉讼的消费。但是诉讼费在中国又有着特殊的作用。它不仅涉及当事人的诉讼消费，而且涉及法院对诉讼费的支配，涉及法院的办案经费以至工作人员的收入，在利益的驱动下，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法院的业绩——诉讼数量。法院对诉讼费的征收有一个从自收自支到收支两条线的过程。自收自支政策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弥补了法院经费的不足，也激励了法院的办案热情，办越多的案件意味着会带来更多的收入；而收支两条线的政策通过政府财政的措施保证法院办案经费，切断了依靠诉讼费改善法院办案经费和工作人员生活待遇的路径，遏制了办案的利益冲动。而这两个政策的转变过渡期恰恰发生在90年代中期，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诉讼费用的提高或降低对诉讼数量的影响，2007年国务院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大幅度降低了诉讼费用，如果说有关实行收支两条线的举措，有利于防止法院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加重当事人负担，从而遏制诉讼数量进一步增大的趋势，那末减少诉讼费用的举措，在便利老百姓打官司的同时，是否可能使诉讼量进一步增大，从而使法院有限的审判能力无力应对可能到来的新的诉讼高潮？实际上，2008年正是由于大幅度调低了诉讼费，特别是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费只有50元，使当年的诉讼数量，特别是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数量大幅度上升，同比增长93.93%。

4．关于司法的公信力

1990年代中后期法院诉讼增长率的降低与法院判决的公信力有密切的关系，而法院的公信力在当前直接表现在法院判决是否公正，法院判决的执行是否困难上。如果司法腐败严重、司法判决执行难，人们自然会远离法院，选择其他的方式解决争端，从而使法院诉讼的数量减少。与司法政策针对诉讼的截流作用相反，法院公信力的降低是人们寻找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一个负面原因。

（1）司法腐败问题。司法腐败有些是由于执法人员的素质造成的，表现为利用审判权和执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这类司法腐败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司法队伍整顿的重点，虽然人数不多，每年违法违纪受到惩处的司法人员只占整个司法队伍的百分之零点几，
但是影响极其恶劣，特别是担任法院领导职务的法官的司法腐败，更会对法院的声誉造成极大的伤害。另外一些司法腐败则是由于制度因素造成的，即由于制度不健全或者制度上的毛病使法院的公信力发生了变化，比如自收自支的司法政策，法院经商办企业、创收，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缺乏回避制度等。这两种形式的腐败往往相互结合，推波助澜。司法人员以权谋私在任何条件下都可能发生，无论制度是否健全，只不过在制度有毛病、不健全的情况下以权谋私的现象可能更多一些，而在制度健全情况下它们不可能大规模的蔓延。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腐败则可能是全局性的，它不仅改变了法院的性质，甚至使好人也可能在制度允许的情况下变坏。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腐败所涉及问题关系到审判是否公正。人们之所以选择法院作为解决争端的机构是因为除了法律，法院没有自身的利益，如果法院有自身的利益在其中，能够通过行使审判权或执行权，谋取更多的利益，那么法院一定会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问题在于这样一来法院就不再是与当事人利益无关者，势必导致公信力的降低。

（2）执行难问题。执行难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审判工作的棘手问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所谓执行难是指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得不到执行的情况。对于那些由于被执行人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无法执行的案件，不是执行难问题，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的交易风险和正常现象。对这些案件只有通过提高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才能得到执行。
但对于当事人来讲，无论哪种情况都直接影响法院的公信力。
图4 强制执行率（199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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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法律年鉴》1993-2007各卷提供的数字绘制。
衡量法院判决执行难的指标是强制执行率，即在执行的案件中有多少需要强制执行。法院的强制执行率在1992-2006年期间在15%到24%之间。2000年以前强制执行率呈下滑趋势，从23%下降到15%；而2000年以后则呈上升趋势，从15%上升到21%（图4），说明随着强制执行案件比率的增加，诉讼数量减少。对当事人来讲，如果法院的判决无论通过什么方式都履行不了，带来的必然是涉诉上访的增多，借助私力救济的方式乃至黑社会的力量，甚至在市场上变卖执行不了法院的判决。如果这样，法院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

（3）信访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诉讼数量的增长同时出现多次信访高潮，信访数量甚至远远超过诉讼的数量。信访问题所涉及的领域，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相对集中，涉及政策性、群体性的现实问题较多。
图5 信访与诉讼数量的对比（199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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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信访问题属于法院不受理的领域，涉及的往往是体制改革中的政策性、全局性问题，有关行政部门处于风口浪尖，通过诉讼很难得到解决；有的则属于与诉讼直接相关的领域，即所谓涉诉信访。到党政部门的信访中包括这类，而到司法机关的信访则主要反映的是这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涉诉信访数量是人们对法院审判评价的风向标。我们可以把这些年到法院的信访数量与诉讼的数量做一个对比：1986-2006年法院一审、二审、再审的收案总量为9690万件，而法院信访的总量为13779万件，远远超过诉讼的数量，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法院审判是否公正、有效率的警惕。虽然，2002年以来法院的信访数量有了明显的下降，低于诉讼的数量，相当于诉讼数量的60%多，但这只是就法院的信访而言，须知到党政部门、人大以及工青妇、新闻媒体的信访中还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涉诉信访的范围，数量可能远远大于法院的信访量。

图6 法院信访与诉讼数量的变化（1986-2006）

[image: image7.emf]0

2000000

4000000

6000000

8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

法院信访法院审判


资料来源：《中国法律年鉴》1987-2007年各卷。审判总量包括一审、二审、再审的数量。
6、 中国纠纷解决机制——诉讼、调解和行政管理的分布

1. 调解的作用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诉讼增长率的降低是否说明中国在向传统解决纠纷方式——调解的回归？

调解对诉讼的影响属于常量，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到减轻诉讼压力的作用。1981-2006年民事纠纷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的占67.2%，通过法院解决的占32.8%%。但是1997年后人民调解的作用日益变小，其比重由1996年以前的76.9%降到51.4%。从增长率看，1997-2006年民事一审的年增长率变为负增长，-0.45%。而同期人民调解的增长率也为负增长，甚至比民事一审的增长率还低，-2.2%。也就是说，1997年以后当诉讼增长率降低时，人们并没有回归到传统的解决纠纷机制人民调解。
表5 不同阶段民事纠纷的人民调解与民事一审的年均增长率与比重（1981-2006）

	
	人民调解增长率
	民事一审增长率
	人民调解比重

	1981-1996
	-1.6%
	14%
	76.9%

	1997-2006
	-2.2%
	-0.45%
	51.4%

	1981-2006
	-1.8%
	8.2%
	67.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法律年鉴》1987-2007年各卷提供的人民调解和民事一审收案的数字计算。
传统的调解是建立在居委会、村委会的基础上，而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纠纷并不是以居住为基础产生的，居委会、村委会在处理这些纠纷时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居委会、村委会人民调解的削弱并不是调解本身的削弱。实际上，调解在单位、妇联、工商行政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房管、劳动争议、物业纠纷，以致治安、司法、仲裁等机构解决纠纷的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例，消费者投诉，无论通过法院、工商管理机构还是消费者协会，在近年来的民事纠纷中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消费者协会的统计，1999-2005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96万件，解决474万件，解决比率为96%，支持起诉73996件，支持起诉率为1.5%。无疑，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消协起到了极大的分流作用。否则，这些案件集中到法院，通过诉讼解决将是不堪设想的。我们手头缺乏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的资料，但是同一期间法院所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中属于权属、侵权纠纷案件的总数为312万件，其中包括相当大的比例的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案件，可见消协在处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论，似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人们之间的关系将变得疏远，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非正规化解决纠纷方式，特别是调解衰退，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特别是诉讼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实际上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大量的经验表明，即使在现代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之间长期形成的商业信赖仍然是制约商人交易的主要原则。在有着长期交往的企业之间，当他们之间发生纠纷，保持它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和信赖比一场官司的胜负重要得多，因此调解或妥协仍然是现代企业解决纠纷的首选方式。
再加上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成本高，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的考虑，非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更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像日本这样的有着儒家传统的东亚国家，即使是美国这样有着好诉传统的西方国家，上世纪中期以来ADR的兴起也表明非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的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

2. 行政管理的作用 

行政管理是一个极其广泛的领域，其主体不是司法机关而是行政管理机关。但它所涉及的范围远比司法大。如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法院不受理的相当一大部分案件正是通过行政机构解决的。这里只选择工商行政管理和治安管理来说明它们的发展与司法的关系。

（1）工商行政管理

工商行政管理在解决合同、侵权、权属纠纷中，能够从法院的诉讼中分流相当大的一部分纠纷。从1997年到2002年，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行政纠纷案件的总数是954万件。
相比之下，人民法院所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中的合同案件、侵权与权属案件由312.9万件降低到286.7万件。
在此期间，工商行政管理案件的年均增长率为33%，而法院的合同、侵权、权属案件的年均增长率为负增长，-1.50%，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71,表明当法院受理的合同、侵权和权属案件的数量变小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所受理的行政执法案件增大。
表6 工商行政管理案件与合同、侵权、权属诉讼年均增长率、相关系数和比重（1997-2002）

	
	工商行政管理增长率
	诉讼增长率
	相关系数
	比重

	1997-2002
	33%
	-1.50%
	-0.71
	32%


资料来源：根据《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1997-2002年各卷和《中国法律年鉴》1998-2003年各卷提供的数字计算。
（2）治安管理。从治安案件的内容看，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治安案件在美国、欧洲西方国家许多都算作犯罪，情节轻微者也被视为轻罪，但是在中国却按照治安案件处理，这意味着治安案件的非罪化。如果这样大规模的治安案件进入刑事程序，即使是其中的十分之一，刑事诉讼的数量也会翻番，对刑事审判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1986-2006年公安机关所立案的治安案件7966万件，而人民法院一审刑事案件1055万件，治安案件所占的比重为86.7%。而且，治安案件所占的比重有越来越大的趋势，1986-1996年治安案件所占的比重为84%，1997-2006年为89.5%（表6）。这说明通过治安管理“非罪化”的趋势越来越大，大量的案件在进入刑事审判程序以前通过治安管理程序就解决了，从而大大减少了刑事审判的数量。1997年以后的这种发展缓解了刑事审判的压力。
表7 不同阶段公安机关治安案件与法院一审刑事诉讼年均增长率、相关系数和比重

	
	治安案件增长率
	刑事诉讼增长率
	相关系数
	治安案件比重

	1986-2006
	10.35%
	5.1%
	0.925218
	86.7%

	1986-1996
	12.1%
	8.17%
	0.805777
	84%

	1997-2006
	8.56%
	2.1%
	0.957237
	89.5%


注：治安案件比重=治安案件数量/（治安案件数量+刑事诉讼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法律年鉴》1987-2007年各卷所提供的治安案件和一审刑事收案数字计算。
当然，治安案件不经过刑事诉讼处理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可能助长公安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恣意，使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人员可能无法获得正当审判的权利。实际上，这已成为近年来刑事诉讼法改革、治安管理处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05年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把“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作为基本原则写入到法律中。
7、 中国法治模式的探讨：正规化、半正规化与非正规化的衔接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司法的规模已经变得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前的由于缺乏统计数字，我们只好以有统计数字的1980年代初期为例说明当时的司法规模。1981年我国拥有法官60439人，当年人口99338.5万人，每名法官服务人口为16435人，每10万人口拥有法官6.08人，当年民事一审结案数量为662800件，刑事一审结案数量为231982件，一审结案总量为894782件，每名法官的一审案件数量为14.8件。2004年我国拥有法官数量为190961人，当年人口129988万人，每10万人口拥有法官14.7人，民事一审案件4332727件，刑事一审案件618826件，行政一审案件92613件，一审结案总量5044166件，每名法官一审结案数量26.4件。所有这些指标都说明中国司法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司法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表8 中国的法官数量和审判量的比较（1981/2004）
	
	1981年
	2004年
	增长率

	法官人数
	60439
	190961
	2.16

	每10万人口法官数
	6.1
	14.7
	1.41

	民事一审案件数量
	662800
	4332727
	5.54

	刑事一审案件数量
	231982
	618826
	1.67

	一审案件总数
	894782
	5044166
	4.64

	每名法官一审案件数量
	14.8
	26.4
	0.78


但是，上述比较只说明中国法官数量和审判量在原来较低的基础上的大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官的数量是最多的，即使按照人口计算，每10万人口拥有的法官数量也处在前列，只少于德国（每10万人口22.2人），远远高于美国（5人）、英国（1.8人）法国（8.1人）和日本（1.7人）。我国一审民事案件的数量422万件，仅次于美国1500多万件，高于其他国家；刑事案件近61.8万件，低于美国1400万件和德国83万件；一审案件总量我国500多万件，而美国近3000万件，而日本只有50多万件。值得注意的是，每名法官的一审案件总量中国只有26.4件，而美国高达965件，德国法官数量比中国多，但每名法官的审判量也高于中国，达到140件，作为小司法制度设计代表的日本每名法官的审判量也高达177件。各国法律传统不同，审判方式不同，案件性质不同，审判人员的构成也不同，因此很难说哪个国家的司法更有效率。但是，面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增多，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诉讼压力。日本面对诉讼压力没有片面扩大司法规模，而是采取分流的措施，促使案件通过院外解决，只有院外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法院才受理；美国诉讼数量爆炸，但是所有诉讼只有不到5%通过审判，95%以上的案件是通过法庭附设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解决，这样才出现每年每名法官审理将近1000件案件的数字。中国的法官数量已经由6万人发展到20万人的规模，几乎增长了2.5倍，诉讼数量由几十万件发展到500多万件，增长了4.7倍，而每名法官的审判量仅增加了64%。如果单纯增加法官数量以应对越来越大的诉讼压力，不采取截流、开源、改变审判方式等方法，把大量的争端都集中在法院来解决，早晚有一天法院要被越来越大的诉讼压垮。
表9 六个国家法官数量和审判量的比较

	国家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中国

	法官人数
	30888
	3170
	20999
	4900
	2899
	190961

	每10万人口法官数
	5.0
	1.8
	22.2
	8.1
	1.7

	14.7

	民事一审案件数量
	15670573
	2338145
	2109251
	1114344
	422708
	4332727

	刑事一审案件数量
	14124529
	91110
	829710
	425158
	89634
	618826

	一审案件总数
	29795102
	2429255
	2938961
	1539502
	512342
	5044166

	每名法官一审案件数量
	965
	766
	140
	314
	177
	26.4


面对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专门化，面对利益的多元化，面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没有一个经过系统训练、具有专业知识和职业素质的法律工作者队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行政管理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治理和解决纠纷的方式，人们可能一辈子没有机会和法院打交道，但是从生到死却离不开行政机构。而且人们也认识到，凡是法院能处理的问题，行政机构都能够处理，而行政机构所处理的问题却有许多法院没有能力处理。而且行政管理具有高效率的特点，往往是司法解决所不可能比拟的。因此必须充分重视行政管理在当代社会解决纠纷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行政管理这种解决纠纷方式的不足，特别是行政机构直接参与到某项社会纠纷中，是当事人的一方，或者是纠纷的始作俑者，由他们或他们的上级机关来解决纠纷对于其他参与者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一个公平的、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没有自己的利益参与其中的司法机构的存在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无视我国法律职业建设中所出现的新问题，一味坚持以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队伍为中心的“大司法”路线，甚至排斥其他解决纠纷的方式，排斥一切半正规化、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只能使越来越多的纠纷涌向法院，不但引起诉讼爆炸，使法官不堪重负，而且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使法院的环境越来越恶化。因此，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既不是因噎废食，放任自流，中断职业进程，也不能不顾具体条件，一味坚持教条，而应该跳出只把问题局限在正规化的法律制度，局限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的思路，而应该从解决争端的总体布局的高度思考我国正规化、半正规化、非正规化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工作者的分布。

首先，把正规化的要求主要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实行，坚持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标准，保证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的质量，他们的公信力不仅在于他们是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而且更在于“名至实归”，他们能明法辩理，提供比半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更高质量的纠纷解决和法律服务。要建立正规化、半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之间的梯层结构，保证司法的公正、高效、权威。为此，不应该使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的数量过大，受理的案件过多，法律工作者的数量可以通过司法考试调剂，案件数量可以通过诉讼费用或律师费用调剂，否则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人数过多难以保证质量，案件过多任何优质的服务都会被洪水般涌来的案件冲垮。降低诉讼费用的做法可以起到便民、利民的效果，但是会使案件数量增长，使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本来就紧张的人民群众的司法要求与司法机关有限的解决纠纷的能力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其次，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案件少，法律需求不同，大可不必采取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法律模式，但是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有自己特殊的法律需求，应该把基层法律服务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收费等措施上与律师要有明显差别，形成等级系列，而不是竞争关系。即使农村的正规化法制建设，也应把重点放在便利百姓的人民法庭、司法所和派出所（“一庭二所”）的建设上。对这些机构的人员则应该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通过一些措施，鼓励年轻的法官和检察官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审判制度在进入正规化的法院之前都设立了“治安法院”、“平民法院”之类的制度，那里的法官和正规化的法官有很多不同，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也没有参加过律师考试或法官考试，如英国的治安官、美国的陪审员、德国的混合法庭中的非职业法官。
他们所审理的案件一般都很简单，普通人的正义观念足以应付。如果是复杂的案件，他们会转到正规化的法院审理。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我国绝大部分法官没有受过大学法律教育，而是来自复转军人或其他职业，但是他们照样能承担审判的职能，其原因也和当时案件比较简单，普通人的正义观念足以胜任审判的要求相关。随着职业化的进程，一部分已经担任审判员、没有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人员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正式的法官；还有一部分通不过司法考试，凭借他们多年的审判经验，他们完全可以继续担任简单案件的审判工作，须知简单案件在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是案件的主要构成部分。上述区分也可以作为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能分工的依据，前者主要在正规化的法院从事是辩护或代理，而后者主要在审理简单案件的机构提供法律服务，这样就不会存在二者之间争案源的紧张状态。
再次，人民调解的萎缩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它表明随着现代化进程，随着人口流动，以居住地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性正在降低。消协的兴起表明人民调解在现代社会仍然有极其广泛的发挥作用的空间。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论，似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人们之间的关系将变得疏远，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非正规化解决纠纷方式，特别是调解衰退，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特别是诉讼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实际上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大量的经验表明，即使在现代经济的条件下，人们之间长期形成的商业信赖仍然是制约商人交易的主要原则。在有着长期交往的企业之间，当他们之间发生纠纷，保持它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和信赖比一场官司的胜负重要得多，因此调解或妥协仍然是现代企业解决纠纷的首选方式。
再加上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成本高，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的考虑，非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更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像日本这样的有着儒家传统的东亚国家，即使是美国这样有着好诉传统的西方国家，上世纪中期以来ADR的兴起也表明非正规化的解决纠纷方式的在现代社会的生命力。要认真研究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与正规化、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我国大量的纠纷解决应该立足于非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立足于纠纷当事人的自行解决和非正规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只是在这种解决方式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才诉诸于半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通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通过基层的“一庭二所”，而只把少量的争端，即那些严重犯罪和争议标的大的争端，那些复杂的争端留给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律师解决。实际上，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已经创造了正规化、半正规化与非正规化法律工作者连接的经验，一方面我国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都设有司法助理员，指导和协助人民调解工作；另一方面，近几年我国正在创造“大调解”的经验，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地联系起来。
最后，不能把法制建设只集中在正规化方面，与此相适应法学教育也不能只集中在正规化的大学教育。我国法学教育必须以法律工作者为导向，但是法律工作者是多层次的，因此法学教育同样也应该是多层次的，大学法学教育的目标可以瞄准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律师，而大专、中专的法学教育则可以瞄准基层的“一庭二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他们的需要量应该远远超过大学本科教育。还应该看到，现在大学法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的模式转变为大众教育，即使是大学毕业可能也会有相当多的人员到基层去从事法律工作，而不能立即成为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因此必须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到不发达地区，并建立从半正规化向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过度的机制，比如可以规定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必须在基层的“一庭二所”或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一定年限，然后才能到正规化的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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